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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振威：上山文化水稻植硅体研究的几点思考

前    言

（一）上山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上山遗址位于浙江省浦江县黄宅镇渠

南、渠北和三友村之间，地处钱塘江支流浦

阳江上游北岸的二级阶地，面积约3万平方

米。该遗址自2000年考古调查发现，经过多

个年度的考古发掘与多学科协同研究，向学

界展现了浙江地区一种新的史前文化面貌。

其中，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主要包括上山文

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跨湖桥文化和新

石器时代晚期文化[1]。最初的放射性碳十四

测年分析了4个数据，其树轮校正值距今

11400～8600年[2]，由此引起学界更为广泛的

关注。结合其他上山文化遗址的测年结果，

发掘报告《浦江上山》将上山文化的绝对年

代定在距今约10000～8400年的范围内，其

中上山文化早期、中期和晚期的年代分别

为距今约10000～9500年、9300～8800年、

8600～8400年。虽然学界对于上山文化的绝

对年代还存有争议，但与本文主题关系不

大，以下涉及上山文化年代的论述暂以《浦

江上山》的结论为基础。

目前已发现上山文化遗址至少18处[3]，

随着相应的发掘与研究工作相继展开，上山

文化遗址群的概念逐步形成[4]。近年来，除

了上山遗址外，经系统考古发掘与研究的上

山文化遗址还包括嵊州小黄山、龙游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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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永康湖西、义乌桥头等遗址（图一）。

小黄山遗址位于曹娥江上游支流的一个丘

陵小盆地，面积约5万平方米，储藏坑、夹

砂红衣陶和石磨盘、磨石等遗存是小黄山遗

址的显著特征[5]；小黄山遗址A、B发掘区揭

露的第一阶段遗存[6]，应属上山文化晚期遗

存[7]。荷花山遗址地处钱塘江上游衢江南岸

的一处海拔56～65米的低山，面积约5000平

方米，揭露的遗迹有灰坑、房址、石器与石

块混合遗迹，出土遗物以红衣粗泥陶、夹炭

陶及砺石石器为主，主体文化面貌为上山文

化（中期）和跨湖桥文化[8]。湖西遗址位于

浙江永康一处海拔100米左右的丘陵，揭露

的遗迹主要是上山文化晚期的灰坑、水井

等，出土遗物主要有红衣夹炭陶、石磨盘、

石球以及动物骨骼和炭化水稻等[9]。桥头遗

址地处金衢盆地义乌江北岸的一处约2000平

方米的台地，保存了较完整的上山文化中晚

期的环壕与墓葬，出土数量众多具有特色的

彩陶[10]。

这些上山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以金衢盆

地为中心的钱塘江

上游，聚落多选址 

于平原边缘的山前

台地，海拔一般40～ 

100米。目前，上

山文化揭露的文化

内涵包括环壕、居

址、墓葬、灰坑、 

器物坑、井等遗迹，

陶器以粗泥陶和夹 

炭陶最具特色，石

器以磨制为主，陶

胎与红烧土中还掺

入大量水稻颖壳与

秸秆。

（二）水稻植

硅体分析的重要性

20世纪70年代

至20世纪末，学界对稻作农业起源与发展

的认识不断调整，尤其是淮河上游舞阳贾

湖遗址出土的距今9000年前的炭化水稻[11]，

长江中游地区道县玉蟾岩遗址出土的距今

12000～10000年前稻谷、稻壳和水稻植硅

体[12]以及万年吊桶环遗址出土的距今万年左

右的水稻植硅体（以双峰型为主）[13]，长江

下游作为稻作农业起源地的观点逐渐被更大

区域范围取代。

上山遗址绝对年代可达万年的消息公布

后，遗址所出夹炭陶掺入水稻颖壳的现象引

起学界的格外关注。这些颖壳中野生与栽培

（粳稻）特征小穗轴共存，表明上山遗址的

水稻“可能是处于驯化初级阶段的原始栽培

稻”[14]。由此，学界展开了一场有关稻作农

业起源与水稻驯化的大讨论[15]，涉及水稻粒

型、小穗轴、水稻植硅体等多角度的论证与

解读。产生争论的原因，一方面上山文化等

早期遗址出土的炭化水稻和小穗轴等遗存太

少，难以满足科学统计分析的数据量；另一

方面，水稻植硅体研究尚未寻找到可与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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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部分上山文化遗址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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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驯化性状变化（尤其是非落粒性）准确

对应的关键特征。

上山遗址仅浮选出土两粒上山文化时期

的炭化水稻，一粒完整者属于上山文化早期

（H461），另一粒残破者属于上山文化中

期（H230）[16]。囿于上山文化时期炭化水稻

等大植物遗存出土很少，无法判断其驯化属

性与栽培情况，不利于稻作农业起源关键阶

段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研究。与此同时，基

于植硅体在埋藏过程中耐受性较强且具有原

地沉积等特点[17]，植硅体分析手段的引入成

为必然。此外，鉴于植物的不同光合作用途

径[18]，植硅体还可作为地方性植被景观与区

域性环境特征的有效参考指标[19]。

水稻植硅体一般包括来自稻属植物叶

片的扇型、横排哑铃型和来自颖壳的双峰型

等几种具有鉴定特征的形态，水稻扇型和水

稻双峰型植硅体近年来较多用于探讨水稻驯

化过程。其中，水稻扇型植硅体的形态测量

（长VL、宽HL、厚LL等参数）研究表明，野

生稻与栽培稻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20]。基于水

稻双峰型植硅体的形状参数（图二）建立的

水稻野生与驯化的判别标准[21]，在吊桶环遗址

进行了有效的应用尝试[22]。扇型植硅体半圆形

侧面的鱼鳞状纹饰被认为是水稻扇型植硅体

的典型特征[23]，而且野生稻与栽培稻的鱼鳞状

纹饰表现出不同特征（图三），前者一般少

于9个且多变不规则，后者一般8～14个[24]。

一、水稻植硅体分析对上山 
文化研究的贡献

上山文化水稻植硅体研究持续了十多

年，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10

年以前，研究初期从带有稻壳印痕的夹炭陶

中发现了水稻扇型植硅体，提出“可能是处

于驯化初级阶段的原始栽培稻”[25]。同时首

次开展遗址剖面（T0710南壁）的植硅体分

析工作，并在上山文化堆积中发现水稻扇型

植硅体[26]。第二阶段自2011年开始，一方面

对上山遗址不同堆积单位和出土遗物进行系

统的植硅体分析，另一方面将植硅体分析

拓展到其他上山文化遗址中。这些研究主要

包括判定稻属植物驯化程度、复原生境[27]、

构建生产方式[28]和提供新的测年材料[29]等方

面，下面主要对植硅体在稻属植物驯化问题

上的应用展开分析讨论。

通过系统采集上山遗址剖面分析土样

和灰坑土样，对获得的水稻扇型和水稻双峰

型植硅体分别进行含量、浓度、形态测量等

分析，再结合水稻扇型植硅体鱼鳞状纹饰的

考察，可确认上山文化时期已存在具有驯化

特征的水稻植硅体，上山文化早期水稻驯化

已经开始[30]。荷花山遗址水稻扇型植硅体的

含量、大小及鱼鳞状纹饰的变化指示该遗址

上山文化中期水稻驯化行为的存在[31]，而且

该遗址水稻的驯化程度可能更高[32]。湖西遗

址的水稻扇型植硅体分析一方面深化了上山

文化晚期水稻驯化程度提高的认识[33]，另一

方面提供了水稻栽培等人类活动强化的证

据[34]。再结合为数不多的炭化水稻和小穗轴

TW

CD

MW

H

图二  水稻双峰型植硅体形态测量示意图
（引自注释[13]a）

长VL

宽HL
栽培稻

野生稻

鱼鳞状纹饰

图三  水稻扇型植硅体部分形态参数
（改自注释[1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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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现与研究，可进一步确认湖西遗址上山

文化晚期水稻栽培行为的存在[35]。

概言之，多年的植硅体研究揭示，具有

驯化特征的水稻植硅体以不同程度和密度出

现在上山文化时期的钱塘江上游[36]，水稻驯

化贯穿于上山文化并渐显强化态势，水稻栽

培等人类活动也得到相应体现。

二、上山文化水稻植硅体研究
现状与问题

植硅体分析在解决了上山文化一些问题

的同时，也产生了更多疑问，如水稻驯化意

识与栽培技术的来源问题、是否存在区域性

和历时性的水稻栽培与利用变化、水稻驯化

方向、不同水稻植硅体表征驯化程度不一致

的原因等，尤其是在样品来源基本相同的情

况下这些问题更加突出。下文在梳理上山文

化植硅体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对水稻植硅体

研究结果的差异性作一些分析，并尝试反思

植硅体分析方法自身可能存在的问题。

（一）实验流程概况

样品来源主要集中于上山、荷花山、湖

西和小黄山等遗址，采用《浦江上山》一书

对上山文化绝对年代范围的考量，将部分上

山文化水稻植硅体的专题分析所涉及的样品

列为表一。

需要说明的是，小黄山遗址的植硅体分

析样品均来自A区（T1西壁剖面12份、灰坑

和红烧土等81份）[37]。结合小黄山遗址已公

布的堆积单位[38]可知，已分析的A区堆积单

位中属于小黄山遗址第一阶段（即上山文化

晚期堆积）者较少且无法具体确定。又之，

小黄山遗址的植硅体分析未公布具体实验流

程和详细植硅体形态测量数据，很难将其中

属于上山文化时期的单位剥离出来进行比较

与分析。因此，下文除在相应部分列出必要

可考信息外，不对小黄山遗址植硅体分析作

进一步讨论与比较。

实验方法主要来自于从水稻植硅体角度

对上山文化水稻驯化及其程度进行探索的四

个团队，包括中国科学院的三个研究所和浙

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参与的还有相关

高校和其他科研院所。由表二可知，实验流

程和鉴定统计方面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实验过程中是否有沉降去除黏土颗

粒和过筛去除大颗粒沉积物的步骤；二是提

取植硅体的重液（碘化镉/碘化钾或溴化锌，

以后者为主）和统计分析的数量（50或100

粒，以前者居多）。植硅体提取方法上，不

同研究团队主要参考张健平等[39]、皮尔索尔

（Pearsall）[40]、派潘诺（Piperno）和吕厚远

等[41]建立或提出的方案。这些因素是否会对

后期的分析结果产生影响尚不明确，但作为

差异化的实验变量确实存在。

需要注意的是，实验过程的不一致很可

能会造成实验结果的差异，尤其是针对同一

类型的样品，不同研究者使用的操作方法有

所差别。至于不同的样品，需要根据实际情

况选择相应的处理方法，如黏土颗粒含量、

有机质含量、钙质含量等因素是决定试剂的

表一  部分上山文化水稻植硅体分析样品堆积单位对照表

绝对年代参考 相对年代 堆积单位

距今10000～9500年
上山文化早期前段 上山遗址第8层及T0611第7、8层

上山文化早期后段 上山遗址T1416第5层、H244

距今9300～8800年 上山文化中期
上山遗址T0611第5层、H443，荷花山东区T2

第1～6层、H73、T5第4～6层及荷花山遗址第5、3层

距今8600～8400年 上山文化晚期
湖西遗址第6层、ST3南壁第3～9层、J1、

H2、H7、H8，小黄山

    说明： 湖西遗址应属上山文化中晚期的年代范围，因原引文未提供部分具体堆积单位的相对年代或绝对年代，这
里暂列为晚期；“小黄山”指小黄山遗址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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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剂量的重要因素。

（二）实验结果比较

基于以上实验流程，学者们从不同角度

切入，展开对上山文化水稻驯化程度或状态

的分析，而且大多与后期的跨湖桥文化、河

姆渡文化甚至历史时期文化堆积中出土水稻

的驯化状态进行比较，分别得出相应的证据

支撑。但不同切入点之间、同一切入点的不

表二  上山文化水稻驯化的植硅体实验分析比较

序号 实验室 样品来源 植硅体提取方法 鉴定与分析方法
资料
来源

1

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
陆地表层格
局与模拟重
点实验室

上山遗址南区
T0611剖面，其
中上山文化时期
堆积单位三个

（T0611第8、7、
5层）

实验参照张健平的方法（参见注释[ 39]）。 
将样品研磨后，利用六偏磷酸钠分散样
品，再用30%的过氧化氢去除有机质，
10%的盐酸去除钙质胶结物，最后用比
重2.35克/立方厘米的溴化锌重液浮选

在400倍奥林巴斯
（Olympus）光学显微镜
下统计每个样品中扇型植
硅体50粒，并进行形状参
数描述（水稻扇型植硅体
的长、宽、厚和扇柄长、
扇面长等尺寸测量、鱼鳞

状纹饰）

注释[15]i

2

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
究所脊椎动
物演化与人
类起源重点

实验室

上山遗址南区
T0611剖面（其中
T0611第8、7、5
层为上山文化时
期），T1416剖面
和H244、H443等

灰坑堆积

采用改进的重液浮选法（参见注释[ 40]）。 
风干、磨碎样品后用饱和碳酸氢钠溶液
进行分散，然后分别用稀盐酸、浓硝酸
和过氧化氢处理，再根据重力沉降法

去除黏土、过筛（60目）去除大颗粒成
分，最后用比重2.3～2.4克/立方厘米的

碘化镉/碘化钾重液浮选

在400倍尼康（Nikon）光
学显微镜下对每个样品
中100粒扇型植硅体的鱼
鳞状纹饰和100粒双峰型
植硅体的形状参数进行

描述（尺寸测量、鱼鳞状
纹饰）

注释[15]j

3

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
陆地表层格
局与模拟重
点实验室

荷花山东区T5
剖面，其中上山
文化堆积单位三
个（T5第6、5、

4层）

首先用30%的过氧化氢去除有机质，蒸
馏水清洗后用10%的盐酸去除钙质胶结
物，再用六偏磷酸钠分散样品，最后用
比重2.35克/立方厘米的溴化锌重液浮选

在400倍蔡司（Zeiss）光
学显微镜下统计约50粒发
育良好的扇型植硅体，并
进行形状参数描述（尺寸

测量、鱼鳞状纹饰）

注释[15]h

4

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
究所脊椎动
物演化与人
类起源重点

实验室

荷花山东区T2剖
面，均为上山文

化时期堆积

实验参考国内外从土壤中提取植硅体的
常规方法（参见注释[ 41]）并作改进。
一是在实验前添加研磨操作，将土壤样
品放在烘箱烘干后研磨成粉末；二是外
加标记物石松（Lycopodium）孢子，用
以计算植硅体浓度；三是出于实验安全
考虑，采用比重2.35克/立方厘米的溴化

锌重液

在400倍尼康（Nikon）光
学显微镜下统计每个样品
中扇型植硅体50粒，并进
行形态参数描述（尺寸测

量、鱼鳞状纹饰）

注释[15]f

5
浙江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

湖西遗址ST3南壁
第3～9层、J1、
H2、H7、H8

（1）样品烘干与机械粉碎；（2）选取
1克干样，用10毫升水、1毫升5%的硅酸
钠处理，超声波振动分散颗粒；（3）沉
降法去除20微米以下颗粒并干燥样品。

在200倍尼康（Nikon）
E600光学显微镜下统计，
标准为每个样品中不少于

300粒外加玻璃珠子

注释[ 9 ]

6

中国科学院
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
新生代地质
与环境重点

实验室

上山遗址第8层，
荷花山遗址第5、
3层，湖西遗址第

6层

湿氧化法：（1）干样粉碎、过筛（500
微米）；（2）分别用5%聚磷酸钠、
30%过氧化氢、10%盐酸处理；（3）
过筛去除250微米以上物质，沉降去除
5微米以下黏土；（4）浓硝酸和氯酸
钾处理；（5）比重2.35克/立方厘米的
溴化锌重液提取；（6）提取植硅体过
筛，去除7微米以下黏土，然后用30%

过氧化氢处理

在光学显微镜下统计每个
样品中扇型植硅体不少于
50粒，并进行形态参数描
述（尺寸测量、鱼鳞状纹
饰）和测年分析（扫描电
镜能谱检测样品纯度）

注释[15]g

7
浙江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

小黄山遗址第一
阶段A区文化堆积

水稻植硅体的形状参数
描述与粳籼判别

注释[27]c

    说明： 1、2两项实验的分析样品均来自上山遗址探方T0611，但样品为各自独立采集所得，应属不同剖面或同一
剖面的不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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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堆积单位和研究者等变量要素又体现出差

异化特征，下面将具有可比性的变量进行比

较分析。

1.水稻扇型植硅体反映的水稻驯化特

征  虽然水稻扇型植硅体的形态测量被证实

无法显著区分野生稻和栽培稻[42]，但在水稻驯

化与栽培的早期阶段，其植硅体尺寸的变化

或可在长程角度提供一些参考。长江下游地

区马家浜文化至良渚文化时期，水稻扇型植

硅体长宽尺寸趋于增大[43]，而且主要的变化节

点可能发生在马家浜文化晚期或崧泽文化早

期[44]，这种现象应与水稻驯化程度的强化和栽

培强度的增加直接相关。水稻粒型分析结果

显示，马家浜文化时期大量欠成熟的水稻即

被收获（水稻驯化程度低，成熟时仍具有落

粒性），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时期选择收获

更多成熟的水稻（水稻驯化应该完成，成熟

时不落粒）[45]。水稻扇型植硅体形态测量与水

稻粒型分析的一致性，进一步证实了水稻扇

型植硅体长宽尺寸与水稻的成熟度存在明显

正相关的发现与认识，即成熟度越高的水稻

植株产生的水稻扇型植硅体越大[46]。

水稻扇型植硅体的形态测量数据（长宽

均值）显示，从上山文化早期至晚期，水稻扇

型植硅体尺寸总体趋于增大，但其在上山遗址

T0611第8、7、5层

这三个堆积单位

中似又呈现由早

到晚逐渐减小的

态势（图四）。

水稻扇型植

硅体鱼鳞状纹饰这

一形态参数，多

次被用于反映上

山文化水稻驯化

程度和长程中水

稻的驯化状态，

但结果不尽相同 

（图五）。总体

上，从上山文化早期到晚期，水稻扇型植硅

体鱼鳞状纹饰个数大于等于9的比例趋于增

加，反映了水稻驯化程度的提高。但是，同

一文化阶段的不同堆积在不同研究者的分析

下又呈现较大差异。这两个变量的作用尤其

引起我们的关注。

水稻扇型植硅体鱼鳞状纹饰个数大于等

于9者，在距今8200～7800年前的跨湖桥文化

（T0521第11层）与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

马家浜文化阶段（上山T0611第4层、田螺山

K3第7层）分别占据25%和44～45%，而其在

现代野生稻生长地和水稻田内的百分比分别

为10%和78%左右[47]。上山文化一般被认为处

于水稻驯化的初级阶段，反映在其水稻扇型

植硅体鱼鳞状纹饰上的驯化程度至少应处于

河姆渡-马家浜文化时期与现代野生稻之间。

2.水稻双峰型植硅体反映的水稻驯化特

征  根据水稻双峰型植硅体形态参数判别

式，上山文化中期两个堆积单位（T1416第

5层和H443）出土驯化形态水稻植硅体的百

分比（统计数字100）为27～30%[48]。另有文

章提及上山T0611第8层和第7层出土的三例

水稻双峰型植硅体均属驯化类型[49]，但囿于

统计数据的缺乏暂不将其列为比较对象。将

这两个上山文化时期堆积与其后2000年的文

湖西⑥（注释[ 15]g）

荷花山东区T2①（注释[ 15]f）

荷花山东区T2②B（注释[ 15]f）

荷花山东区T2③（注释[ 15]f）

荷花山东区H73①（注释[ 15]f）

荷花山东区T2④（注释[ 15]f）

荷花山东区T2⑤（注释[ 15]f）

荷花山东区T2⑥（注释[ 15]f）

荷花山③（注释[ 15]g）

荷花山⑤（注释[ 15]g）

上山T0611⑤（注释[ 15]i）

上山T0611⑦（注释[ 15]i）

上山T0611⑧（注释[ 15]i）

0 5 10
宽HL（μm） 长VL（μm）

15 20 25 30 35

31.36

30.3

30.58

29.29

31

34

31.7

32.93

31.1

32.83

35.24

33.15

36.16

34

38.39

36.5

36.86

37.09

37.8

40.8

38.22

39.98

39.24

39.87

40.56

39.53
41.86

40.2

n=34

n≥50

n=50

n=50

n≥50

n≥50

n=19

n=54

n=40

n=50

n=11

n=50

n=13

n≥50

40 45

上山⑧（注释[ 15]g）

图四  上山文化水稻扇型植硅体尺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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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堆积进行水稻双峰型植硅体驯化特征的比

较，如图六所示，上山文化与跨湖桥文化似

乎呈现出异常的进步性，而这与水稻扇型植

硅体所反映的驯化进程相左[50]。此外，同属

顺山集文化的顺山集和韩井两个遗址也表现

出驯化速率的不一致现象[51]。

需要指出的是，贝塔（Beta）实验室公

布的测年结果显示上山遗址H443的绝对年代

要早于T1416第5层达3000～4000年之多，但二

者在水稻双峰型植硅体所反映的驯化程度上

几无差别，这似乎形成了一种矛盾。与此同

时，从《浦江上山》公布的材料看，H443属

于上山文化中期的堆积单位，其“位于T1416

南部……开口于④层下，打破第⑤层及生土

层……”，相对年代上H443

晚于T1416第5层。因此，

H443的绝对年代可能存在

问题，为第二种矛盾。这两

种矛盾的叠加或许间接表明

H443与T1416第5层这两个分

析单位的绝对年代差异并未

在水稻驯化程度上由水稻双

峰型植硅体反映出来。

在水稻扇型植硅体鱼

鳞状纹饰和水稻双峰型植

硅体形态参数这两种视野下比较上山文化的

水稻驯化程度（表三），上述差异化特征和

不平衡性更为突出。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

分析视角的“矛盾”也见于其他研究实例

中[52]。究竟是类似的不平衡现象确实存在，

还是二者在水稻驯化程度的反映上有不一致

的表征，这可能需要排除更多变量后从植硅

体自身的机理上进行分析。

（三）存在的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上山文化水稻植硅体

研究渐显的问题主要有三点：一是水稻扇型

植硅体所反映的水稻驯化程度在不同研究

（者）之间存在差异；二是水稻扇型植硅体

与水稻双峰型植硅体反映的水稻驯化程度存

在差异；三是上

山文化在水稻驯

化进程中的位置

存疑。究其可能

原因，可从以下

几点考虑。

第一，样品

来源。实验分析

所用样品的代表

性与科学性是首

先需要确保的，

同时需要明确任

何一个堆积单位

都不能代表整个

0% 5% 10%15% 20%25% 30%35%40%45%50%

湖西⑥（注释[ 15]g）

荷花山东区T2⑥～①（注释[ 15]f）

荷花山东区T4⑥～④（注释[ 15]h）

上山T0611⑤（注释[ 15]i）

上山T0611⑧、⑦（注释[ 15]i）

上山⑧（注释[ 15]g）

上山H244（注释[ 15]j）

荷花山③（注释[ 15]g）

荷花山⑤（注释[ 15]g）

图五  上山文化水稻扇型植硅体鱼鳞状纹饰（个数≥9）比较

0% 10% 20%

野生类型

田螺山K3⑦（6900BP）

顺山集三期（8000～7500BP）

跨湖桥T0421 （8200～7800BP）

韩井二期（8380～7960BP）

韩井一期（8400～8200BP）

顺山集二期（8300～8000BP）

顺山集一期（8500～8300BP）

上山T1416⑤（9000～8640BP）

上山H443（12640～12570BP？）

驯化类型 中间类型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图六  水稻双峰型植硅体视野下的水稻驯化进程
（据注释[ 50]图六改绘；上山、跨湖桥、田螺山遗址的数据引自注释[ 15]j，韩井遗址数据引自

注释[ 50]，顺山集遗址数据引自注释[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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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阶段。上山文化植硅体分析样品来源的

共性与差异性是否存在？地层堆积和灰坑填

土是否有差别，能否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这

些问题都是需要考虑的影响因素。

第二，样品处理。虽然实验过程出现

问题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但误差应会存在。

比如实验试剂、操作流程对植硅体提取率

的影响如何？形态测量过程中植硅体的实

际形态、测量软件的选择与误差情况如何？

对照研究显示，实验步骤的标准化（如用

干样品制片[53]）、制片和观察的操作规程等

在发表时应该予以详细的描述，以便进行

比对[54]。需要指出的是，此处我们强调的

是实验步骤的标准化，而非实验过程的同 

一化。

第三，数据统计分析。不同研究者公开

的统计方法中，至少统计数字就存在不一致

现象，还有统计对象的选择原则等，这些是

否会影响统计结果也值得考虑。

第四，水稻植硅体机理。水稻驯化程度

在这两种植硅体上是否具有不同表现速率？

包括上山文化在内的一些遗址，同时开展两

种水稻植硅体驯化特征分析的工作均表现出

不同程度的不平衡和差异化特征，二者是不

是本身在驯化程度上的表征有快慢之别？这

需要从植硅体机理方面进行深入探究。

结    语

上文对上山文化水稻驯化的植硅体研

究与部分问题进行了回顾与梳理。为了更好

地探究植硅体分析方法并开展考古学应用研

究，我们尝试提出几点建议。

（一）样品的科学性

选取的样品是否科学有效，直接决定了

后续一系列分析与讨论工作的科学性。样品

能否代表堆积单位、堆积单位能否代表文化

阶段、文化阶段能否跨区域指证等，除了受

制于所分析堆积单位的偶然因素和埋藏环境

的复杂性外，还要考虑遗址功能区、聚落类

型与等级、地理地貌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概

言之，取样的代表性、堆积的代表性、遗址

或聚落的代表性等一系列范畴更广的关系需

要从研究伊始、取样之前就有所考虑并不断

调整与修正。同时，能否排除污染也是样品

科学性与否的重要考量。除了样品采集过程

中注意埋藏环境（如包含物的浸染、成岩作

用和取样不规范所致等）或自然因素所致的

“晚期污染”（如裂隙、虫洞等现象）[55]外，

还要注意实验过程中避免交叉污染的出现。

（二）统计方法的一致性

既定的实验数据往往经过统计学的分

析剥离与概括抽象，才会产出用于分析讨论

表三  上山文化水稻植硅体视野下的水稻驯化程度比较

相对年代 遗址堆积
水稻扇型植硅体鱼鳞
状纹饰个数≥9者

百分比

驯化形态水稻双峰型
植硅体百分比

统计
数量

资料来源

上山文化早期

上山T0611第7、8层 31～39% 79 注释[ 15]i

上山H244 11% 100 注释[ 15]j

上山第8层 35.2% ≥50 注释[ 15]g

上山文化中期

上山T0611第5层 48% 48 注释[ 15]i

荷花山东区T4第4～6层 41～51% 154 注释[ 15]h

荷花山东区T2第1～6层 13% 146 注释[ 15]f

荷花山第5层 36% ≥50 注释[ 15]g

荷花山第3层 54.5% ≥50 注释[ 15]g

上山T1416第5层 30% 100 注释[ 15]j

上山H443 27% 100 注释[ 15]j

上山文化晚期 湖西第6层 58% ≥50 注释[ 1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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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间接数据化论据。统计学的方法相当于对

实验对象或分析样品的第二次信息挖掘与整

合，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反观我们的分析与

研究工作，很多时候囿于统计方法的不匹

配导致无法搭建分析结果的比较和再研究平

台，不利于整合研究与对等数据库建设等工

作的开展。其中，尤以统计数字的多样化设定

为典型，比如在植硅体的鉴定、统计和形态

测量分析中，就会出现500、300、200、100、

50等多种“人为设定”[56]。初步比照实验显

示，选取不同的统计数字更多时候会影响定

性分析结果，少数情况下也会使定量分析出

现偏差。因此，寻找这种影响或作用的最小

程度与选取统计数字的平衡点尤为关键。目

前尚无更为科学的实证结论前，应该逐渐形

成较为公认的人为约定（分析样品的统计规

定），至少同一人次或同一批次分析应该相应

可比，进而推及作为实验室间的参照标准。

此外，鱼鳞状纹饰个数的计数很可能会

出现较大偏差，尤其是在调节显微镜景深过

程中很容易观察到扇型植硅体两个扇面边缘

的鱼鳞状纹饰。因此，建立标准化的计数方

法尤为必要。

（三）定量数据的有效性

考古学上获取的定量数据一般是基于部

分考古调查或发掘的结果，其本身就是一种

抽样数据，更多反映的应该是某种趋势或状

态而非绝对值。因此，用这些定量数据讨论

问题时一定要注意其有效性，所得结论应避

免封闭和过于绝对化。比如，植硅体数据用

于反映水稻驯化进程的应用上应该弱化绝对

的定量，同时强化历时定性比较。再如淀粉

粒分析中由几粒到几十、上百粒的定量统计

差异去定性其对应植物类型的多寡就可能存

在问题，由发现总量很小的淀粉粒对比产量

如此大的淀粉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

建议微体植物遗存的定量分析参考大植物遗

存的出土概率分析等方法，再结合其他定

性、定量数据的结果，共同构筑相对可靠的

论据。

（四）微体植物遗存的宏观指示性

微体植物遗存被重视并用于考古学研

究主要是源于大植物遗存的保存或发现情况

不乐观、难以为科学深入分析提供有效支

撑。然而，植物分类学与解剖学研究表明，

应用于考古学的植物学研究对象中，植物的

各部分（根、茎、叶、花、果实、种子）与

人的关系最直接，当以大植物遗存最为科

学可靠，这可谓大植物遗存的精细化指示意

义（即以大见大）。微体植物遗存，如植硅

体、孢粉、淀粉粒等，受制于基因、细胞、

母体、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更大，机制更为复

杂，其形态特征可能并不能如其尺寸一般精

细化表达，但或可在大的时空范畴内进行区

分比较，适宜在更宏观的层面、更长程的尺

度上提出问题（即以小见大）。

（五）多重证据的必要性

王国维运用地下出土文物的研究成果

提倡“二重证据法”，遂成为史学研究的学

术正流。此后甚至出现“三重证据”等多种

提法，从不同角度增补论据以证所考，多重

证据用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对于

考古学自身而言，虽然研究对象均为出土

的实物资料，但当下侧重点的选择和参照

物的取舍越发重要。具体在稻作农业起源与

发展的研究上，考古出土遗存可能包括稻谷

（米）、稻壳、秸秆、印痕、植硅体、淀粉

粒、残留物、水稻田、生产加工工具与加工场

所、图画等，其可以分别从考古学、植物学、

农学、生物学、美学等角度提供学术支撑。

附记：本文涉及的上山文化植硅体研究

工作截止到2019年。近两年上山文化早期的庙

山遗址和上山文化晚期的桥头遗址也开展了

相关工作，并尝试结合其他上山文化遗址探

究钱塘江流域全新世早期水稻驯化的过程。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淮河

中下游新石器时代中期稻作农业与人类适应

研究”（项目编号18CKG002）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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